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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绪论

在人类文化史上，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

的重大事件，它标志着人类已经从蒙昧步入文明。几千年

来，汉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间断发展的文字，在历史

长河中，汉字经过多次演进，成为当代一种独特的文字符

号类型。

汉字研究可以追溯到周秦，汉代《说文解字》的出现表

明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，清代以说文四大家为代表的一大

批学者，把传统文字学发展到巅峰。20世纪各种古文字资料

的大量出土，开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。西方学术文化的

影响，推动了近代汉字学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构建。[1]

文字学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，为今后

如何确定研究方向、途径、方法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为

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，取得超迈前贤的成就做了铺垫。

本文是对近十年学术史的总结，反映了文字理论研究在各

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，标志着文字理论正在逐渐

走向成熟。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，即汉字的起源、汉字的

性质、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、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[2]，对近

十年的新成果作简略的概述。

二、汉字的起源

汉字的起源问题，历来倍受关注。近十年来，学术

界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，他们阐述的角度不尽相

同，现列举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：

（一）阐释《说文》中观点

陈文敏根据甲骨金文研究六书，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

个“五步相生”的造字程序，而运用六书“相生”之法创

造出来的甲骨金文(古汉字)群落则是一张连环相生、纵横

交错、辗转相注、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。作者在书

中明确申明，他是通过“古汉字关系网络”强大而严密的

“文字互释功能”来揭示华夏文明发祥史真相的。[3]

刘薇、张松竹认为，许慎《说文》把八卦归入文字萌芽

范畴，并非毫无根据；肯定文字诞生之前结绳记事的存在，

并推测其可能对文字起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；许慎不取天授

汉字的神话，主张受鸟兽之迹的启示也是合理的。[4]

宋瑞卿立足于汉代班固和许慎的六书说的差异，从细目

到次第，对汉字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个合理、全面的认识。[5]

（二）时间角度

连登岗提到，汉字产生于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，

分为两个阶段：一是创制期，二是形成期。汉字创制于母

系氏族时期，时间界限为距今10000年至5500年前后，这个

时期的汉字属于当时华夏文字的一种。汉字成熟于父系氏

族时期，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，时间界限为距今5500年至

近十年来汉字理论研究的新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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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：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文字符号。由于古文字资料被大量发现和研究者研究视野

的进一步开阔，汉字理论研究有所突破，近十年来，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文字理论研究成果，本文将从四个方面

进行综述：汉字起源、汉字性质、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、汉字发展演变规律。文字起源涉及《说文》观点、时

间、地域等；汉字性质涉及“三方面”说、“两方面”说、构意文字说等；汉字结构或构型方式涉及了裘锡圭、

刘钊等人的观点；汉字发展演变规律涉及了字体形态、讹变与讹混等。

关键词：汉字理论  汉字起源  汉字性质  构形方式  演变规律



odern chinese
M

141X
I
A
N
D
A
I
 
Y
U
W
E
N

2011.11

言研究语
4000年前后。[6]

包和平、黄士吉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了后红山文化时期

（新时期时代晚期）石棚山陶文的发现，表明四五千年以

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。据考证，创始汉字

的是陶工，他与传说中的仓颉均为皇帝时人。陶文比殷墟

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。[7]

（三）地域角度

李立新认为，伏羲依据河图洛书而画成八卦，形成中

国最早的文字形式，并引发汉字的发明，最早的一批汉字

应是族徽文字。从文献记载看，无论是伏羲画八卦、造书

契，还是仓颉造字，都发生于中原地区。从考古发现看，

中国四方远古文化在中原地区不断交汇、融合、发展、升

华，首先在中原地区形成汉字体系，露出中华文明的第一

线曙光。[8]

（四）符号学原理

叶其容指出，汉字符号的形成问题，应从它的前提条

件讨论起：其一，远古汉语已经存在；其二，原始思维的

发展；其三，原始造型艺术的发展；其四，社会的发展需

要记录语言。具备这些条件，只是有可能产生汉字符号，

但并不具有必然性。[9]

（五）特殊形态

在汉字逐渐形成的过程中，必然会出现几种特殊的

形态。庄建东提到，作为皇帝的史官，仓颉造字说是基本

可信的。“仓颉”是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形

态，仓颉因发明这种形态而得名。[10]

王立民认为陶文符号和图形是汉字的萌芽期，金文徽

族和“集形短句”是汉字的初始期，殷商时代金文及甲骨

文是汉字的成熟期。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“集形短

句”看，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、图形与甲骨、金文之间

的文字应是与族徽和“集形短句”相同的形态。[11]

（六）宏观角度

连登岗认为，汉字包含于华夏文字之中，探讨汉字的

起源，应该把视野扩大到华夏文字的范围，且要考虑到关

乎文字起源的诸多方面。例如文字起源于社会治理、文化

传播的需要；文字产生于农业经济确立、氏族公社出现之

后；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；华夏文字起于多

源，汉字是华夏文字多元起源的优胜者。[6]

（七）考古学角度

黄德宽从考古学的角度，通过对商代后期甲骨文发

展水平的论证，确立探讨商代前期文字的起点。他认为

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、功能完备、成熟发

达的文字符号体系，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

体系的文字符号，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

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。此外，他还获得了关于

商代前期文字发展情况的基本结论，如：夏商周在文化

上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特征，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

系；商代前期陶文可以作为考察汉字体系发展的珍贵样

本，它们对衡量各阶段文字发展水平具有珍贵价值；商

代前期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，其后各时期陶文符

号的相同性大于差异性，这也进而证明当时的文字已发

展到成体系的成熟阶段。[12]

对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，一方面寄希望于新资料所

提供的新线索，汉字起源研究和考古历史研究是密切相关

的；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文字起源的比较研究将是寻求研究

突破的重要途径，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了新的进展，但作为

汉字研究的重大疑难问题还将长期被关注。

三、汉字的性质

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。20世纪

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争论：瑞士语言

学家费尔迪南·德·索绪尔提出的表意文字说，周有光最

早提出并比较系统论证汉字的意音文字说，姚孝遂提出的

表音文字说，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赵元任分别提出

的表词文字说和语素文字说。[13]关于汉字性质的争论几经

高潮，近十年，有代表性的争论有以下几家：

（一）“三方面”说

张玉金对于汉字的性质是遵照“三方面”说提出的。

提出“三方面”说的是王伯熙，他在《文字的分类和汉字

的性质》一文中指出，可以从“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

对应关系”、“文字的符号形式”、“文字记录语言的方

式”这三方面去讨论一种文字的性质。[14]张玉金由此得出

结论：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语素+形意音+图符文字，隶楷

阶段的汉字是语素+意音区别+字符字。[15]

张爱萍也是从三方面对汉字性质进行了阐述：汉字是

理据性和审美性完美结合的形体结构；从文字单位和语言

单位的关系来看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独立音节；从字形层

面考察汉字特点，汉字是方块字。[16]

（二）“两方面”说

裘锡圭在《文字学概要》一书中提出“两方面”说。

裘锡圭认为，考察文字的性质，要从两个方面进行：第一

方面是看一种文字使用什么字符，字符包括意符、音符和

记号是第二方面即看文字在所表达语言中是什么单位，裘

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——音节文字。[17]

（三）构意文字说

李剑影提到裘锡圭关于汉字性质的两个观点：汉字是

语素—音节文字、意符音符记号文字，并对其作了进一步

的阐发，用图表的方式综合两个观点，在此基础上提出自

己的看法：汉字是构意文字。[18]

（四）构形原则说——表意体系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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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振峰认为汉字的性质只能根据它的构形原则，而不

能根据文字体系中单个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确定。

它是表意体系的文字，形体与意义之间存在着理据性。[19]

李莹也认为，汉字性质应该从汉字构形原则的角度出发，

把汉字概括为具有一定表音功能的表意体系的文字。[20]

（五）共时历时说

项科旭提到，汉字的性质是表意文字，这是运用共时

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之一；若从历时的角度看，汉字的性

质应从汉字构形方式的演进方面进行考察。两者不应互相

排斥，应合理共存。[21]

（六）语素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

寇延年对裘锡圭提出的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说提出几点

质疑，认为赵元任等提出的音素文字说和周有光提出的意

音文字说是比较合理的。[22]

（七）符号工具说

连登岗提到文字的性质应该这样表述：文字是视觉图

形符号与语音听觉符号相结合的产物，它是人工制作的以

视觉图形为存在形式的主要充当语言符号、同时也兼备思

维符号、物象符号、艺术符号、文化符号等功能,以系统为

其结构形式的社会交际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工具。[23]

（八)批判周有光意音说

仝国斌提到，不少学者在汉字性质表意、意音甚至表

音的选择上纠缠不休，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能有效地帮

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。事实上，表意和表音是记录语言的

方式不同，符号抽象化的程度不同而已。意音文字的提法

不科学，因表意表音本身就处于“理据性→理据性·约定

性→约定性”的符号链中。表意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理据性

与最大限度的约定性的完美结合，表音文字是最大强度的

约定性与最小限度的理据性的完美结合。[24]

近些年，也有学者针对性质定义不一的情况作出一些

思考，例如，王德寿对汉字性质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不同

观点进行了介绍，并提出了汉字性质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

问题。[25]杨世铁也提出了解决汉字性质问题的五点意见；

讨论汉字的性质，不能只就汉字论汉字问题；不能撇开汉

字和汉语的关系；要兼顾汉字发展的几种字体；不能只就

汉字构成方式之一种来认识；不适合从文字发展阶段的角

度来认识。[26]

关于汉字性质认识之分歧的产生，往往是由于讨论问

题所依据的材料、理论根据、研究方法等的不同造成的，

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予以合理的吸收

和整合，作出更符合汉字实际和理论逻辑的阐述。

四、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

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的研究是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基本

问题之一。“六书”作为最早阐释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，

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；

但“六书”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，现代学者相继提出

“三书说”，动摇了“六书”的绝对权威地位。[27]随后，

刘钊古文字构形学，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，王宁构建汉字

构形理论，李圃字素理论使汉字结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

一大步。

（一）新“三书说”

陈梦家在其《殷墟卜辞综述》的“文字”章里提出了

他的新“三书说”：象形、假借和形声。裘锡圭在其《文

字学概要》里也提出了“三书说”：表意字、假借字和形

声字。[17]裘锡圭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全面深入，举例丰富，

分析精确，材料可靠，表明汉字结构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

个新的阶段。

（二）刘钊古文字构形学

刘钊在《古文字构形学》中第一次把对古文字构形

的研究称作“古文字构形学”。在书中，刘钊分析了甲骨

文、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，介绍了西周金文中“声

符”的类型、 “变形音化”、“一字分化”以及古文字中

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，还总结了古文字考

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。“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

变谱系举例”、“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

要性”以及“古文字考释举例”三部分则是用来检验上述

理论的实践性工作。[28]

（三）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

黄德宽的博士学位论文《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》以殷

商到秦汉的古汉字形声字为研究物件，比较全面地考察分

析了形声结构及其发展，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

性等。[29]他主编的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对同声系内部具有

亲缘关系的同源字进行考辨确认，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古

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字际关系，为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

演变规律奠定基础。[30]他还提出，不同汉字构形方式构成

一个互补的系统，从历史的、动态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系

统内不同的构形方式此消彼长，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各

自的作用，并经历着内部的功能调整。[31]

（四）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

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核心是，用系统的观点看待

汉字，用系统的方法描写汉字，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

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，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

元素是“形位元”。在汉字使用的每个历史时期，“形位

的数量都大致在250－300个左右，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

音、表义、表形、标示四种功能”。几百个形素又可以组

成上万个汉字；汉字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两种：层次结构与

平面结构。汉字有五类属性：汉字的基础构件在不同汉字

中具有不同的功能；汉字的基础构件有不同的组合样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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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构件的组合过程；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；汉字的

构形模式。[32][33]

（五）李圃提出字素理论

李圃在《甲骨文文字学》中指出：字素问题是基于汉

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。字素系统由静态系统

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。字素的静态系统指字素进入造字过

程以前的字素系统，字素的动态系统指字素进入构字过程

之中的字素系统。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

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，

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。[34]

由于历代汉字资料极为丰富，汉字结构的研究最有可

能取得突破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许多研究古文字的

学者满足于依据旧说而就字论字，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

文字学理论问题；而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学者对古文字资料

和研究成果钻研、吸收不够，从而影响了理论的总结和深

入探讨。全面研究分析历代文字尤其是古文字资料，是汉

字结构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的关键。

五、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[35]

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，一方面在字体形态发展研究方

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，另一方面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只注

重描述形体发展的局限，开始致力于揭示汉字内在的发展

变化。例如，讹变与讹混、双声符字、饰笔、借笔、规范

问题等等，将建立单个汉字发展历史档案和汉字系统发展

沿革谱系、描述并揭示其发展演化轨迹和发展规律作为研

究的重点。

（一）字体形态演变

1.隶变研究

刘凤山的博士论文《隶变研究》对“隶变”问题作出

阐释，细致地描述了各个阶段的特点。[36]张晓明对春秋金

文字体的演变规律、特点以及原因作了考察。[37]杨宗兵考

察了出土的秦文字材料，认为秦文字“草化”不仅完全属

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“草书萌芽”，而且与“狭义草书”

相距不远，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“导源”意

义和“示源”作用。[38]于丽萍阐述了汉字构形的发展和字

体的演变之间的关系。而今文字阶段字体的发展演变破坏

了汉字的构形理据，使构形系统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实现新

的平衡。[39]

2.字体演变总规律

王宁提到汉字字体演变总规律，字体风格的形成由微

而显，两种主流字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。类别风格常被

说成是个人的创意，言小篆则以李斯、许慎为代表，言隶

书则以程邈为代表。字体形成的渐变说，对汉字学、汉字

史的研究，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。[40]

3.古文字发展谱系

黄德宽以国家“九五”重点项目“商周秦汉汉字发

展谱系研究”为阵地，组织课题组成员在2005年完成最终

成果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。它科学地揭示了汉字发展的规

律，为汉字发展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《疏证》的出

版必将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带来新气象。[41]

（二）讹变与讹混

文字形体讹变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。

古敬恒、李晓华从形近相混、字形的离析与粘连、误形为

音三个方面探讨讹变的原因并追溯了讹变形体所折射出的

文化意蕴。[42]沙宗元分析了这两类讹变在古文字各个阶段

的情况。[43]魏宜辉用大量字例论证了楚系简帛文字形体中

笔势变化讹变、简省讹变、增繁讹变等六种类型的讹变现

象。[44]方勇细致地分析了战国楚文字中31组形近偏旁混同

现象。[45]闫华梳理出“西”、“勺”、“百”等字及与之

相关诸字的讹变脉络，并总结归纳了支配这些讹变现象的

规律。[46]

综上来看，“讹变”与“讹混”、“变形音化”这

三个概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。刘钊在《谈讹混》中指

出：“‘讹变’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，也包括笔

划的讹变，而发生‘讹混’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

的字和构形偏旁；‘讹变’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

一种形态的转变，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，而‘讹

混’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，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，有

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。”[45]“变形音化”是人有意识

地对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进行改造[28]，而“讹变”则是

无意识的，发生讹变的形体可以是笔划、偏旁，也可以是

独立的字。

（三）双声符字

刘钊在其博士论文《古文字构形研究》中指出：双声

符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，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

都是标音的声符，而没有形符、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。[28]

陈伟武将双声符字分为两类，同时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础

上，他还阐释了双声符字的结构原理、双声符字与形声字

的关系等问题。[47]许文献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

中的双声符字。[48]宋鹏飞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纯双声

符字例。[49]黄丽娟也把双声符字纳入其研究范围，指出了

七例双声符字及其来源。[50]黄天树指出了甲骨文中的双声

符字。[51]

（四）饰笔

刘钊在其博士论文《古文字构形研究》中指出：饰

笔，又称装饰笔划、羡画、赘笔，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

中，从对形体美化或装饰的角度看，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

无关的笔划，是文字的羡余部分，并在最后在第十四章

“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”中他总结出二十一条关于“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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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”的演变规律。[28]

张振林考察了商、周、春秋、战国一直到秦期间文字的

发展及使用情况，认为羡符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。在隶变期

间还存在饰笔、羡符，只是未规范的古文字的孑遗。[52]

湛玉书将文字羡余现象分为字素、非偏旁构件、表意

偏旁羡余三类，又进一步指出文字羡余现象的五种成因：

为增强文字形体的区别性、为求字义表达的彰显性、因文

字类化、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、因书写习惯等而增

加羡余成分。[53]

（五）借笔

吴振武的《古文字中的借笔字》是最早的关于借笔的

专题性文章。他认为古人写字用借笔，求简是一个重要原

因，但有时可能也有“玩”的意思。[54]

刘钊的《古文字中的合文、借笔、借字》在理论上对

“借笔”作了进一步探讨。他认为：借笔是古文字为书写

简便而产生的一种变通方法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装饰化的

意味。[55]

（六）规范

龚嘉镇提到新时期的汉字规范的重点需放在现代汉语

通用字种的分级定量和简繁对应上。[56]潘文国从语言学角

度来研究汉字规范问题。[57]王宁指出，在规范汉字表研

制的过程中，对汉字简化的怀疑论也再次提出。[58]费锦昌

认为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：偏旁类推简化、“同

音代替”简化。[59]黄德宽认为汉字应用中“繁、简二元并

存”是客观存在的现实。[60]王宁提出制订规范汉字表的重

要性与迫切性。[61]沙宗元认为对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既是本

身职能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汉字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流倾

向。汉字系统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在多因素制约下相对平

衡、稳定的状态。[62]

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，目前已具备较为充分的条件，

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汉字系统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和

断代研究两个方面。开展这项工作时正确确定汉字发展研

究的视点也显得尤为重要。从哪些角度、依据什么标准来

衡量汉字的发展，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

前提问题。

六、结语

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汉字理论研究，是21世纪中国

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时显著的学科之一，各个方向发

展的全面性，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，已发表成果的数量

和质量，都非常引人注目，呈现出良好势头。但是总体来

看，汉字理论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，无论重视程度还

是所取得的成果，都与汉语文字学整体的发展不相适应。

世纪之交，汉字理论研究呈现出的新态势使我们有理由相

信，新世纪的研究水平会跨入开拓创新、科学建构自身学

科体系的新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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